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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東南亞華僑族群研究

張傳宇

［提　 要］ 　 日本於一戰起開始關注東南亞華僑問題，而研究路徑則與其對華分析方法直接相關，且

更加複雜。 總體而言，日方在考察華僑的經濟、社團、移民及族群等問題時，始終將依照鄉緣與方言

劃分族群作為研究的基本前提與方法。 雖在 1920 年代末嘗試從代際關係角度劃分東南亞華僑族

群，但該法未被用於考察其他華僑問題。 “七七事變”爆發後，東南亞華僑族群的性情特徵受到日方

關注，而在日本“南進”政策影響下，相關研究亦帶有濃厚的“國策研究”性質。 由此觀之，近代日本

的東南亞華僑研究在考察方法及認知深度兩方面都經歷了複雜的變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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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是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重要對象，日方研究力量長期關注該地並積累大量成果，而華僑

便是焦點之一。①戰後中日兩國學術界鑑於相關文獻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不斷出版或翻譯此類資

料。②但仍有大量記錄未受整理，相關研究亦待深入。③

諳熟此類資料狀況的濱下武志認為，近代日本的華僑研究往往先通過翻譯外文文獻蒐集情報，
再從中按需摘取對日本南洋政策有用的部分，而這在方法上無疑存在嚴重缺陷。 因這類作品常以

某地或某群體的“事情”為題，故濱下武志將其歸納為“事情研究”，④並指出日本戰敗前的華僑研

究始終局限於該框架內。 而近代日本“事情研究”的特徵則是：政策主導、短期速成、依賴外國、不
進行實地考察、以研究機構為中心。 又由於相關研究完全以日本國策為宗旨，致使其“成果”的學

術價值有限，戰後大多被人遺忘。⑤此論極富見地。 但另一方面，我們雖不認同此類華僑研究仍具

學術價值，卻應留意其對審視近代日本如何推進華僑研究具備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有鑑於此，本文在甄別史料時捨棄政論式著作及各種遊記，僅選取由日本政府部門、國策會社、

學者及政治家撰寫或出版的文獻作為研究對象，嘗試探索近代日本分析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時的

方法流變及認知狀況。

一、近代日本考察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基本方法

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日本對亞洲的自主出口貿易集中於東亞。 至被其稱作“大正天佑”
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貨開始傾銷東南亞市場，而各地承銷日貨者幾乎都是華僑，初來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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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商無力與之相抗。⑥受此影響，日本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現實需求迅速增強，⑦成為日方真正

開展東南亞華僑研究的起點。 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貨在東南亞的銷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華

僑的態度，而每當中日關係緊張之時日貨便會因華僑抵制出現滯銷，⑧故日本當局在反復籌劃“南
進”政策時不得不將華僑問題考慮在內。

在 1928 年日軍製造“濟南慘案”導致中日關係迅速惡化前，日方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重心始

終局限於經濟、社團、移民方式與移民政策等層面。 而在“濟南慘案”爆發後，日方迅速將華僑族群

問題納入視野，⑨相關討論的集中出現卻又遲至“七七事變”爆發後。⑩如果說日方對東南亞華僑族

群的關注緣於後者對“濟南慘案”的有力聲援，那麼關於密集討論該問題的時間滯後性問題，若僅

從中日關係角度出發則難以完滿解釋，還需將其置於近代日本“南進”政策中加以考察。
近代日本的“南進論”始於 1890 年前後，目的在於解決自身經濟困境，但很快因對中朝兩國關

係緊張而偃旗息鼓。 至一戰期間，隨著對東南亞出口貿易激增，日本才又興起第二輪“南進”潮流，
不僅出現專門研究“南洋問題”的團體與刊物，在東南亞各大港口也形成日僑群體，由此“南進”概
念開始具備實質性內容和民間基礎。 至 1936 年日本當局再將“南進”提升至國策高度，其國內隨

即在政治因素推動下掀起第三輪“南進”熱潮。由此可見，一戰時期日本開啟東南亞華僑研究之際

正值其掀起第二輪“南進”，而華僑族群問題研究成果集中出現的時間則與日本第三輪“南進”重
合。 日方推動東南亞華僑研究的初衷雖受經濟因素影響，但就華僑族群問題而論，無論是在 1920

年代末的突然關注還是在“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密集討論，皆受政治因素主導。 換言之，與近代日

本對其他東南亞華僑問題的研究情況不同，日方對華僑族群問題的討論始終具有濃厚政治意味。
而日方進行華僑族群研究的主要形式即所謂“事情研究”。 其自一戰起便將依照鄉緣與方言

劃分族群作為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前提，往往先據此將華僑劃分為不同族群，再分別討論經濟、
社團、移民等問題，這便是近代日本開展華僑“事情研究”的基本範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濟南慘

案”後華僑族群性情特徵問題成為新的討論焦點。 而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經驗認識，此際亦是其理

解華僑性情特徵時重要的方法論源頭，故需作必要回溯。
自甲午戰爭起日本便提出“中國人缺乏國家觀念”，此觀點在日俄戰爭期間再度強化。故其在

分析中國國內問題時，往往將從國家或社會層面出發進行整體探討視作緣木求魚，而是先按地域進

行拆分再做討論。 但拆分原則十分模糊，依其自身需要，或參照歐美國家自鴉片戰爭前便已運用的

華北、華南兩分法，或分為華北、華中與華南，或分為華北、東南與西南，似可將中國任意地、無限

地拆分與組合。大體而言，省籍與長江南北區位之別是其較為常用的兩種拆分尺度。有日本浪人

斷言，在中國無論政界、學界、商界都難以逾越強烈的省籍觀念，以至於因“言語、習俗不同而產生

情感隔閡、利益衝突，最終形成胡越不相關的局勢”，故南北方“雖處一國之內，其利害、福禍、安危、
休戚未必相關，每有重大變故與交涉，皆是各掃自家門前雪”。 總之，中國只是貌合神離的一盤散

沙。此類論斷很快發展為某種“常識”，並影響日本對華政治態度。 如辛亥革命期間，日本駐華公

使便主張趁機將中國由北至南一分為三，眾多日本浪人亦熱烈支持“南北分立”。日本各界對上述

形成於清末的中國研究方法極為自信，在民國成立後仍將其作為分析中國問題的基本思路。

與此同時，日本對中國各地的評價亦有不同。 如日本眾議員田中善立便以人的生理年齡譬喻，
稱華北似已進入老年，華中正值壯年，而華南尚在青年時代。因此北方人暮氣沉重，南方人則積極

進取。 而日本“中國學”代表者內藤湖南亦認為中國南北民眾的性情特徵相互矛盾，“北人多渾然

質樸桀驁，只是少英氣；南人多英銳敏慧，但其短處在於難以持久，尤與敝邦之人相類似”。其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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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肇造後更將觀察尺度細化至省，尤喜談論廣東，稱該地文化興起雖遲，但日後必成為中國文化新

中心。相比而言，華南民風似乎更受日方讚許。
不過在一戰爆發以前，日本顯然對華北、華中及華東更加熟悉，對華南的認知比較模糊，甚至一

戰爆發前夕還需對內強調華南的首要省份是廣東，而非日方較為關注的福建。 但此時其已意識到

閩粵兩省存在民風差異。 如稱廣東人思想西化，省民剛毅、強韌，雖計較個人利益，但具備他省所罕

見的政治團結力。 而福建人極為軟弱、優柔寡斷、一味利己，可視為典型的中國人。以上言論無疑

充斥偏見，卻亦可從中窺知日方在一戰爆發以前僅能籠統地以省籍為單位區分閩粵民眾性情，尚無

能力從省內族群層面深入討論。
雖然日方在“濟南慘案”前對閩粵民眾性情的認知非常粗淺，但重要的是其於清末形成了先按

需細分地域再著手進行分析的對華研究方法，而這與近代日本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方法之間關聯

明顯。 如果說日方對於前者單純按照地域進行拆分，那麼對於後者則是將拆分的“單位”轉換為族

群，前者可謂後者的方法論源頭。 至“濟南慘案”爆發後，日方才開始留意分析不同華僑族群的性

情特徵有何異同，進而對如何準確區別不同華僑族群進行獨立研判，在此過程中其對東南亞華僑的

研究方法與認知水平亦發生變化。

二、代際關係視角下的華僑族群問題研究

1920 年代末日方在著手討論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時，發覺華僑社會正在經歷重大變化，因而

斷定此前依照鄉緣與方言進行的族群劃分方式已不足以說明情況，並按代際關係重劃為新客與峇

峇兩大族群。該視角雖仍因襲東南亞的歐美殖民宗主國，但由於日方對各國有關調查數據進行了

獨立分析與判斷，故其結論具備獨創性。 率先提出該問題的是日本外務省通商局派駐新加坡的官

員小林新作，其於 1928 年完成有關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專著，次年作為內部資料出版。該書因引入

華僑代際關係視角，堪稱在方法論層面有所突破。 此後代際關係因素便和鄉緣與方言因素形成彼

此交織的兩條線索，共同構成日方研判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的坐標系。
小林新作的核心觀點是，峇峇已喪失新客特徵，無異於形成全新族群。 據其推算，1920 年代東

南亞華僑當中新客約佔 80% ，峇峇人數雖少，卻與新客的性情特徵大不相同。 峇峇幾乎終生不必

前往中國，因此對中國的政治及經濟狀況漠不關心，僅對出生地抱有關切。 峇峇平時使用馬來語等

移居地語言，較有教養者則學習英語等殖民宗主國語言，掌握中文者極少。 峇峇在物質與教養層面

都對新客抱有優越感，其衣食住行的樣式折衷中國、歐美及移居地風格，僅在婚葬儀式中保有中國

特色，故其生活習慣也與新客有異。 廣泛存在的差異致使新客與峇峇難以合作，動輒反目傾軋。

隨後“滿鐵”附設的“東亞經濟調查局”指出，在 1930 年代峇峇一詞於東南亞馬來語區域已不常用，
但在分析華僑社會時仍是與新客相對的重要概念。 由於東南亞第二代華僑的思想與習俗仍具新客

特徵，故通常不被視為峇峇。 真正的峇峇已然喪失中國國家觀念，僅承襲部分中國文化元素，因而

輕視新客，認為他們貧窮、污穢、不懂規矩。 二者之間存在難以消除的思想隔閡，如對抵制日貨運動

的態度便有所不同。 只是由於人數上居於劣勢，峇峇才不得不接受新客的領導。

在“七七事變”爆發後積極為日本當局提供華僑對策的東亞同文書院教授福田省三，亦從代際

關係出發對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進行了總結。 其認為新客大多是清貧的體力勞動者，出於還債或

贍家目的需頻繁向國內匯款。 他們仍保持中國的語言和風俗，在心理上認同中國，深受中國時局影

響，因而積極參與歷次抵制日貨運動，甚至會反抗所在地當局頒布的惡政。 而峇峇在上述幾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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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都與新客姿態相反。 因此，福田強調必須關注新客與峇峇人口比例的變化。 當時雖無東南亞

全境新客與峇峇的人數統計，但福田依據英屬殖民地有關數據推算，1930 年代末在英屬馬來亞華

僑社會中峇峇已佔 35% 。 此外其通過分析荷屬東印度當局公布的調查數據，推定 1930 年峇峇在

荷屬東印度華僑社會中已佔絕對多數，於爪哇尤甚。 進而提出，1930 年代後期東南亞全境新客與

峇峇的人數已大致持平。 若與前述小林新作的推算相互參照，可知在大約十年之間東南亞華僑的

代際結構發生了巨變，構成東南亞華僑經濟的基本要素隨之變質。 福田判斷這種變化必將加劇東

南亞華僑社會的分裂，無論對於東南亞華僑經濟還是對於中國而言都將形成嚴峻挑戰。 其預計東

南亞各地當局在大蕭條餘波影響下將繼續維持經濟壁壘，針對中國移民的入境限制只會趨緊，同時

土著居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仍將不斷高漲，因之此後新客再難獲得事業成功。 而峇峇人數則會持續

增長，將來必定成為東南亞華僑經濟的核心。

與此同時，日方對東南亞進行的國別調查亦支持了福田的上述觀點。 如在菲律賓，峇峇已徹底

本土化，甚至會辱駡中國人，議會中提出的排華議案也大多出自峇峇青年之手。而在荷屬東印度，
從第三代華僑起基本都是完全本土化的永久定居者，既獨立於新客也不同於原住民，但與原住民界

限模糊，已難被視為外來者。 新客之中也有相當多數傾向定居，即使有人於晚年回國，其在荷屬東

印度生育的子女也不會跟隨。此外，泰國華僑的同化程度異常之高，峇峇與新客差異顯著。 峇峇

與混血華僑幾乎喪失了華僑特徵，其“祖國意識”便是對泰國的認同感，如該國國家主義運動領袖

之中便有許多峇峇。 泰國的峇峇與新客相比既富裕又有教養，二者處境亦有雲泥之別。 因此不可

將之混為一談，需從代際關係角度重新認識當地華僑社會，否則極易發生嚴重誤判。

依照代際關係劃分華僑族群的方法雖然新穎，但在抗戰期間，依照鄉緣與方言劃分華僑族群仍

是日方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基本路徑。 究其原因，一方面當與歐美國家資料之中能夠提供的信

息狀況有關，此外也受日方研究成果積累不足所限。 極有可能直至戰敗為止，日本都不具備從代際

關係角度細緻考察華僑經濟或社團問題的實際能力，因此該方法僅被用於討論華僑族群問題。

三、戰爭背景下對華僑族群性情特徵的研究與認知

如前文所述，“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方研究力量積極迎合“南進”政策以及戰時“華僑工作”，著
力深化對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的討論。 其在依照鄉緣與方言劃分華僑族群的基礎之上，又將族群

性情特徵作為新的考察重點。 這些討論為此前從代際關係出發進行的有關研判作出重要補充。
日方早在“七七事變”爆發前已然明瞭，鄉緣與方言對於東南亞華僑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其認

為東南亞華僑與普通中國人一樣樂於組建團體，只要有 50～ 100 人聚居一處便會成立社團。 可是

雖然在同一地區常有多個團體並存，其彼此之間卻幾無聯絡，原因便在於鄉緣意識的強烈影響。 即

便是在東南亞大量存在的華僑會館與秘密會黨亦以鄉緣作為基礎。而方言一致性則是形成鄉緣

意識的重要前提。 因此鄉緣與方言關係可謂東南亞華僑族群凝聚力的源泉。然而“七七事變”爆
發後，日方在分析華僑族群性情特徵這一主觀性較強的問題時，不同研究主體得出的結論卻各有側

重，甚至偶有抵牾。但因研究的立場、方法與時代相同，故互補性頗強，當可聚類觀之。
福田省三認為，從鄉緣與方言角度觀察，東南亞華僑社會可分為九大族群，包括福建人、潮州

人、客家人、廣府人、海南人、福州人、廣西人、福清人以及其他籍貫，但僅有前五大族群廣受關注。

因在抗戰背景下華南多地已然淪陷，故此時日方將東南亞華僑與其閩粵僑鄉一同討論。
（一）福建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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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福建華僑多來自該省中南部，主要從廈門出洋，在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及菲律賓超

過其他華僑族群人數，在菲律賓甚至達到華僑總數的 85% 。荷屬東印度的福建華僑數量最多，尤
其集中在爪哇島，他們不喜爭鬥，非常順從，樂於定居，所以通常不教子女福建方言，而讓他們學習

馬來語等移居地語言。 其主動定居傾向尤受日方關注，並推測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漳州與泉

州一帶治安狀況惡劣。 其政治態度極端保守，如辛亥革命爆發後福建華僑在當地所有華僑族群當

中最遲剪去髮辮。 而在經濟領域則踏實、誠信，常有白手起家者，但族群內部嗜賭風氣異常濃厚，甚
至貿易商亦熱衷於投機倒把，據說在東南亞進行大規模咖啡或砂糖投機的多是福建華僑。可另一

方面，能夠在東南亞各地形成壟斷性商業資本的華商富豪也多是福建華僑。總之，福建華僑善於

經商、敢於冒險、凝聚力強、堅忍不拔、嗜利如命，較廣東各個族群更易受到同化。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佔據東南亞全境後，得以對福建華僑進行更加細緻的觀察。 於是提出其

山區出身者與沿海出身者之間亦有性情差異，前者偏狹、陰險，後者則如廣東華僑般積極、大膽。 總

體而言，福建華僑比廣東華僑溫和、穩重，但不夠機靈。此際爪哇佔領當局誇讚當地福建華僑“性
情穩健”，能夠對日軍軍政“積極協力”。由此可知日方所謂的“溫和”與“穩健”究竟何意。

（二）潮州華僑

日方常將福建華僑與廣東華僑比較，實則後者包含多個族群。 緊鄰福建的潮州地區亦是東南

亞華僑的重要來源。 潮州人本是從福建遷入的“福佬人”，亦稱“學佬人”。其以舊時廣東潮州府

為中心，廣泛分布在潮安、揭陽、普寧、澄海、豐順、博羅、紫金、新豐、河源、龍川、連平、和平等縣，在
龍門、增城、定安、中山、台山、番禺、東莞等地則與廣府人或客家人雜居，共有約 300 萬人。 其民族

主義情緒與愛國熱情不及廣府人或客家人，秉性略顯粗野，凝聚力強。尤為勤勉，但弊在喜好聚眾

爭鬥。東南亞潮州華僑主要聚居於泰國，在他處常佔華僑人數的第 3 位或第 4 位，多從事農業或

礦業。潮州人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廣東本地族群影響，但基本保留福建人的特徵，因此將對東南

亞福建華僑性情的判斷套用於潮州華僑亦能適用。

（三）客家華僑

日本各界對客家族群極有興趣。 據其調查“客家”原屬北方漢人，在中國共約 1,500 萬人，廣東

省內有約 400 萬人。 客家人自尊心強，因自詡中原人後裔而不願與其他族群融合，富於侮外乃至排

外心理。 他們毅力出眾，喜好清潔，尊重婦女，熱衷教育，革命及民族主義思想濃厚，其中不僅湧現

出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且清末民初曾有大批客家籍革命者追隨孫文。 日方尤為重視客家軍人的

勇敢品質，對主要由客家人構成的“鐵軍”張發奎部，以及陳炯明、陳銘樞、陳濟棠、黃強、蔡廷鍇等

客家籍將領如數家珍。特別是“一二八事變”中十九路軍頑強的作戰風格令日軍印象深刻，其戰後

偵知該部主力多為廣東客家人，於是便盛讚客家人是廣東最具勇氣的族群。

東南亞客家華僑主要來自廣東梅州及其周邊偏僻山區，多經汕頭出洋，其在英屬馬來亞的人數

居於福建華僑與廣府華僑之後，而在荷屬東印度僅次於福建華僑，在加里曼丹島則形成絕對多數。
他們通常經營藥鋪或當鋪等中小商店，也有很多人充當華工。 其性情伶俐，善於經商，氣質剛健，極
為勤勞，倔強不屈。在東南亞各華僑族群中，日方對客家華僑評價最高，幾無貶抑之辭。 日本佔領

東南亞全境後，仍對客家華僑保持關注。 如在分析爪哇華僑社會時稱，客家華僑的教育水平高於當

地其他華僑族群，而其勤勉、愛國、愛鄉的性情特徵則與佔壓倒性多數的福建華僑形成鮮明對比。
二者教育子女的態度也截然相反，客家華僑對爪哇原住民始終持高高在上的姿態，不願子女學習馬

來語等移居地語言，而是傳授客家話或北京話。 且因廣東省內客家僑鄉治安良好，客家華僑也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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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學齡兒童送回國內接受教育，待學成後再接往爪哇。 因此雖然同屬華僑子弟，福建華僑後裔與爪

哇人特徵一致，而客家華僑後裔則與中國的客家人性情相同。 以上差異致使當地客家華僑與福建

華僑之間關係冷淡。 此外，日方反復強調客家華僑具備強烈凝聚力、愛國心與排他性，理由是從

“七七事變”爆發至日軍進駐為止，爪哇的抗日救亡運動幾乎全由客家人領導。

（四）廣府華僑

在一戰爆發前，日方有關著作中曾籠統使用“東南亞廣東人”的稱謂，而後才弄清其所欲指稱

者實應喚作“廣府人”，即原籍廣州及其周邊地域者。 東南亞廣府華僑主要經香港與澳門出洋，在
英屬馬來亞與福建華僑數量相當。其性情敏慧、見識豐富，教育普及程度高。在性情方面則人情

淡薄、傲慢、神經過敏、易被激怒甚至訴諸暴力。且極富冒險精神，喜好群體抗爭，重利而輕生，排
外情緒強烈，愛國愛鄉情結最重。因積極大膽，商才出眾，故於東南亞華僑經濟當中佔有重要地

位。 又因機敏伶俐、思想進步，常於各地華僑社會之中充作領導。 日方尤其忌憚廣府華僑熾烈的愛

國心，最令其驚訝的是他們不論事業成功與否最後都會執意回國，且以使學齡子弟在中國接受教育

為榮。 而這種愛國熱情在政治領域便會成為日方夢魘，其在研究東南亞歷次抵制日貨運動後認定，
往往廣府華僑人數居多之地抵制日貨亦最激烈，且運動中的領導者與監督者也常由廣府華僑充

任。大體上日方對廣府華僑既稱讚有加又十分戒備。
（五）海南華僑

海南華僑又稱“瓊州人”，因人數較少而從未成為日方重點關注對象。 他們多由海口出洋，在
東南亞從事家傭或人力車夫等底層勞動，也有人經營小餐館。其性情醇厚、鄉土觀念重、凝聚力頗

強。 但與其他華僑族群相較則顯得孤陋寡聞，僅在族群內部聚會及社交，並形成流言的淵藪。

總而言之，日方眼中的東南亞華僑族群普遍勇悍，不畏艱苦，富於進取心與凝聚力，擁有令人

驚歎的商業才能和強烈金錢慾，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能力極佳。 愛好和平，不關心移居地政治，但嚴

守其法律。日方認為這些品質無疑便是各個華僑族群得以在東南亞立足並成就事業的秘訣。
與此同時，日方亦十分留意總結東南亞華僑族群的性情缺陷。 其判斷所有華僑族群都一味強

調內部團結，族群之間則關係冷淡，無論華僑富商還是底層華工盡皆如此。 故在發起跨族群的僑界

運動時便會遭遇困難，各族群易於各自為政。福田省一強調這無疑是東南亞華僑的重大弱點，甚
至造成各華僑族群在經濟活動中彼此爭鬥、掣肘，從整體上損害了華僑經濟發展。 比如華僑在制定

某項商業計劃時，無論對於人力或物資都僅依賴其在東南亞或華南的同鄉，罔顧其他族群，而這種

割裂性恰與鄉土觀念濃厚、國家意識淡薄的近代中國國民性相符。 可是若考慮到華僑的實際處境，
其有意塑造自身族群觀念亦屬無奈，畢竟唯有強化族群凝聚力才能為海外生活提供有效保障。

毫無疑問，以上各類言論充斥著近代日本“文明論”式的殖民主義邏輯。 與日本發動侵華戰爭

時的誤判相似，其顯然輕視了晚清以降廣大華僑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的覺醒，且低估了抗戰救亡運

動對東南亞華僑族群的整合力度。然而以上日方結論在其“南進”政策與“華僑工作”中究竟發揮

何等作用則不易評估，尚待相關資料的進一步發現。

結　 論

近代日本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起步較晚，在方法上援引清末對華經驗，在資料上依靠歐美國家

數據，而中日關係與日本“南進”政策始終是其重要背景。 在“濟南慘案”影響下，日方通過關注東

南亞華僑族群問題，將其研究重心由既往的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調整，相關研究方法亦趨於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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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七七事變”與被提升至國策高度的“南進”政策影響下，日方圍繞華僑族群性情特徵問題展

開集中探討，對該問題的認知水平顯著加深，形成體系化的殖民話語。 因此，若將近代日本的東南

亞華僑研究範式定義為濱下武志所概括的“事情研究”，那麼其在戰時對華僑族群性情特徵的討

論，便是在“事情研究”之中楔入了“國策研究”要素。
綜上所述，近代日本的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研究不僅意味著其對華僑整體性認知的深化，隱含

於其中的研究方法演變與研究宗旨偏移亦值得關注。
〔本文曾在“長三角日本史研究工作坊”宣讀，承蒙賀平、王廣濤、商兆琦、王侃良、王

煜焜、許美琪、奚伶、康昊、侯雨萌等學者提出寶貴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①據濱下武志統計，僅在 1914～ 1945 年間，標題中包

含“華僑”字樣的日本出版物就達 450 種以上。 參見

濱下武志『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

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岩波書店、2013 年、
181 頁。
②『南方資料叢書』、青史社、1977～ 1993 年；楊建成：
《南洋研究史料叢刊》，台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

所，1983～1986 年；『南方軍政関係資料』、龍渓書舎、
1990～2008 年；『20 世紀日本のアジア関係重要研究

資料 3 単行図書資料第 2 期 南洋華僑編 1』、龍渓

書舎、2003 年；崔丕、姚玉民譯：《日本對南洋華僑調

查資料选編：1925～1945》第 1～ 3 辑，廣州：廣東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1 年。
③有關研究多集中在抗戰及抵制日貨領域。 參見後

藤乾一『昭和期日本とインドネシア』、勁草書房、
1986 年；菊池一隆『戦爭と華僑：日本·國民政府公

館·傀儡政権·華僑間の政治力學』、汲古書院、
2011 年；菊池一隆『戦爭と華僑 続編：中國國民政府

·汪精衛政権の華僑行政と南洋·北米』、汲古書

院、2018 年；吳婉惠：《戰爭、思想與秩序：日本對南洋

華僑的宣傳政策與活動（1937～ 1941）》，廣州：《廣東

社会科學》，2019 年第 5 期；張傳宇：《近代荷屬東印

度華僑“抵制日貨運動”》，南寧：《東南亞縱横》，2021

年第 2 期。
④據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王廣濤副教授提示，在

日本語境下的“事情研究”主要為時政研究性質。 如

目前日本拓殖大學的“海外事情研究所”仍在出版所

刊『海外事情』，其所載論文基本圍繞時政問題展開。
⑤濱下武志『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

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205 頁。

⑥此時日本著名的“亞洲主義者”井上雅二遊歷東南

亞後感慨：“所到之處，支那人的巨大樓宇鱗次櫛比，
他們於其中坐擁巨萬財富，不僅讓人感歎其偉大，反
觀邦人的努力則微不足道。”此類言論可視為“大正

時代”東南亞華僑與日商之間經濟能力巨大差距的

寫照。 參見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

観』、千倉書房、2009 年、287 頁。
⑦在實際接觸東南亞華僑之前，日本對於清末時期

海外華僑族群問題已有一定認知。 其獲取有關信息

的主要途徑有二：一是通過接觸旅日及旅朝華僑，他
們的族群構成雖與東南亞華僑有所區別，但足以呈

現華僑族群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二是在開展對華貿

易過程中接觸到的華南商人群體，該群體的貿易網

絡廣泛分布於東亞及東南亞海域，與東南亞華僑之

間關係密切。 參見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

僑與神阪中華會館百年史》，忽海燕譯，香港：香港社

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年，第 53、100 頁；濱下

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
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9 年，第 214～ 217 頁；村上衛：《海洋史上的近

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王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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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認為其民系與廣東人相近，但因環境閉塞、土地貧

瘠，故塑造出質樸剛健、不畏艱苦、節約等民俗，以及

斯巴達式風氣。 參見台灣総督府外事部『南方華僑

団體調査』、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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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被日方極力詆毀愛國熱情不足的福建華僑，
在“南僑總會”成立後不僅擔負主要領導職責，且總

體而言對於抗戰募捐態度積極。 福建華僑比例最高

的菲律賓更是東南亞華僑人均捐資數額最多之地。
參見陳嘉庚：《南僑回憶錄》，第 3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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